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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殷商天命观的变革与德治理念的奠基，使其“革殷之命”的政治实践与“封殷之治”的政

治布局在中国古代“道德政治”的发展史上具有开端性意义。周人“顺天应人”的政治创制为何能实

现“以小治大”的政治宏图？“以德配天”的政治修德以何把握了“天命靡常”的政治变迁？“再造民心”

的政治探索如何提升了“民欲”“民心”的政治意义？这些重要问题既是理解中国道德政治传统形成

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呈现周人政治哲学理念与政治实践智慧创新的核心问题，更是明晰中国传统政

治哲学深沉精神追求的前提性问题。总体而言，周人的“天命”观念虽然依然带有殷商政治的神学

遗迹，但是周人将“德”置于政治理念与实践核心位置的政治努力，使周人革新了天命的内涵，淡化

了“天命”的神学内涵，突破了“天命”的族群局限，形成了周人的“天命政治”。周人在政治意义上革

新“天命”，创制了以“德治”为核心内涵的天命政治。所以，周人在革新“天命”观念的基础上“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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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人”以此实现了现实治理的“以小治大”；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周人更是不时地警醒自己“天命

靡常”，创建了“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而且，周人更将对“天命”的创新性理解具体化为“敬天保

民”，以“再造民心”的方式践行着“德治”的政治理念。

一、“顺天应人”与“以小治大”

天命移周与庶民欲求，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及周朝立政的合理性根据。虽有天命移周乃

“太姒之梦”的说法，但是却无法否认文王修德爱民与周公治武齐政是天命移周、周人政本牢固的根

本。周人“顺天”以承“天命”，“应人”以达“民欲”“民心”，是“以小治大”的根据。“天命”与“民心”在

周人政治观念中的互释，既强化了“天命”的绝对，又强调了“民心”的可移，这构成了周人思考政治

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所以，周人的“顺天应人”否定了商朝统治者“吾有民有命”的虚构，并以具体

的政治修德与齐治安民来承天应人。周人“以小治大”的政治“奇迹”亦是“天命”“民心”互释之“德

治”理念合理性与有效性的最好证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与成王封治这三个典型性的政治“事

件”，开创了由“天命”与“民心”来考量政治合理性的“德治”理路。 由此，周人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

践超越了对强盛武力的直接依赖，转向了对德性的政治修为，成就了周人的“以小治大”。

武王征伐商纣，既是直接讨伐商纣残暴无道，又是顺承天道、表达民欲，还是以“天命民心”为基

准对政权兴废与政治变迁的政治哲学思考 。《泰誓》与《牧誓》等誓辞，既是征伐时鼓舞士气的激励

之辞，更是周人表言应用武力合理性的政治之辞。事实上，周为西边小邦，之所以能够力克殷商，不

单是靠武力，更是靠天命、民欲、民心与君王善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方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泰誓》）于此，周人明确说明伐殷之举乃“厎天之罚”“恭行天罚”。如若不

行，则有违天命，因为“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周人如同夏商传统一样仍奉天命为政治的绝对根

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但是周人却没有停留于对殷商

天命观念的直观复述，而是重新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变革了天命的政治内涵，以及获知天命的实践

方式。“天”不再是固守神秘性的超验主宰，而是能够具体映现民欲民情、规范政治实践的神性主

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基于天命与民欲关系，武王对商纣不敬、不祭、残暴

的指责就不单单是体恤民情的愤懑之辞与煽动民变的激愤之语，也是天命移周的事实陈述与政治

论证。民欲、民心上升为天命要求，为经验政治奠定了形上根据；形上天命下行为民心所欲，为神秘

天命注入了经验内容。

周人尊重天命的绝对权威，但却不固守其神秘性的政治理路，给予了民欲、民心与民情进入政

治根据与政治判断的可能性。周人“以小治大”的政治经验，使天与民成为了政治合理性的双重维

度。周人在述及自己政治成就的时候，总是不忘将天命与民心并举，“顺天应人”成为周人引以为傲

的政治创举，并成为周人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不可否认的是，在论及国运政情与政治实践时，周

人借助了天命秘不可宣的神秘性与不可抗拒的绝对性，但周人同时也意识到单一的天命神秘性并

不能完全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周公“非我小国敢弋殷命”的自判，显示出周人政治意识具有的

上天佑周的神秘意识。“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多士》）而且，周人每遇征伐战事，

必求于神秘卜筮，并称之为“遵从大宝”。周人的这些行为体现了他们对于天命神秘性的依赖。结

合殷周交替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周人对殷人“先事神而后遵礼”政治习俗的继承。周人

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念并据此来思考政治合理性，判断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这符合早

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借助神秘之天的历史事实。但周人的“以小治大”的政治实践却不能由殷人的

神性天命来解释，周人不具有承继商人祖先天命的神性根据。所以，周人在回顾天命的神秘性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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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于“民欲”的现实性与“民情”的客观性。

周人对天命与民欲的双重考量，在其现实性上是“以小治大”的政治策略，在其思想理念上是对

强力政治理路与神秘天命观念的政治革新。周人关注邦治如何满足民欲、实现民心并将之推演至

天命，这一方面显示出周人已经从政治情势来考量政治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周人

在政治上弱化了对天命神秘性的依赖。经历了殷周的政权更迭，天命已从一族之特权演变成普世

之规则。天命内涵的泛化与普遍化，使天命难于固守于神秘的不可知性与绝对性。因此，虽然周人

依然依循于君权神授的传统，但是周人却将权威更迭建立在满足民欲与实现民心之上。天命神性

权威下移为民欲、民心与民情，天代民发声成为周人对天命观念的创新性理解。即使是带有神秘性

的政治卜筮也显示出天与民之间的内在关联。“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大诰》）周人作出“天

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的政治判断，表明周人意识到仅凭天之神秘无从解决政权的合法性、

统治的实效性等形上与形下的政治难题，必须将天的神秘性与民的现实性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

处理“以小治大”的实践难题。达“民康”成为明天命的前提。“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

命？”（《大诰》）而且，周人清醒地意识到天威与政乱即“民不康”的现实表征。“天降威，知我国有疵，

民不康，曰：‘予复。’”（《大诰》）

周人秉持顺天即应民的政治理念，以政治实践中的“保民”原则实现“以小治大”的政治追求。

虽然武王代纣之后的周人政治以一系列“祥瑞吉兆”来宣扬周承天命的合理性[1]，但是周人在政治理

念与政治实践中却未止步于彰显天命的“祥瑞吉兆”，而是下探到民来把握周人能否持存天命、“以

小治大”。天成就民，所以天命难违且不可违 。“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轼攸

终？”（《大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召诰》）持天命而用民、劳民，非为

君王一己之功利，而是民康之手段。人君须明了役民之艰难，抛弃自身之荣辱。“肆予冲人记思艰，

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大诰》）恪守天命、

顺天保民，方可持天命、以小治大。“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大诰》）所以，政治实践中的治“小民”，即是知天命，这是“受天命”的真正根

据。“我受天命，丕或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诰》）而且，文王“怀保

小民”的政治功绩更是使周人确信“以小治大”的可能性与合理性[2]。

所以，殷周鼎革之际周人“顺天应人”“以小治大”之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使周人倾情于现实的

政治情势，开创性地将“民”从“天”的宗教意涵中突显出来作为政治理念的生存论根基。周人以

“民”领会“天命”的政治哲学进路必然吁求有别于殷人以“天”领会“天命”的神性政治，因此周人坚

守“天命靡常”的政治信念，坚持君王修德“以配天命”。

二、“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文王作德获天命，周承天命以小伐商，这印证了“天命靡常”。周人期许天命永固、永治延绵，因

此，洞见天命移位的本质，探究周人守固天命的可能性与政治途径，就成为周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

题之一。基于对天命民心的自觉，周人在反思政治成就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天命与德政、君德

与民德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当政者而言，承受天命既有欣喜，又有忧患。“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

[1]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开封〕《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2]将孝军：《“周革殷命”与传统政治哲学的确立与更新——民本的价值性及其演化》，〔北京〕《哲学动态》201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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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诰》）因此，如何使天命所归化为民心所向，就

不取决于天命之神秘，而取决于君王德政之显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召诰》）

周人反思了夏商以来“有命在天”的政治独断，洞见了殷商依赖“赏”“戮”而持天命的政治后果，

提出了“受命于天”的政治判断。周伐商以小胜大的奇迹，使周人不敢言“有命在天”，亦不能从血

缘的角度来宣扬自己能够承继天命，只能言“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德。厥德不

回，以受方国”（《诗经·大明》）。但是，周人相信“以下犯上”的伐殷之举乃因文王敬德而“受命于

天”，合情合理。天命移周是上天的旨意。虽然商纣因血缘可以自然宣称“有命在天”，但是“赏”

“戮”以行“天命”的政治行为产生了天命移周的政治后果。“有命在天”的政治独断，使商纣沉溺于

“天父”庇佑的政治想象，失却了反思政治现实的主动意识与纠正政治行为的现实行动。商纣“惟不

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商纣失去天命与文王“受命于天”，使周人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政治

合理性的“天命”实为“靡常”，而非“恒常”。当然，周人提出“天命靡常”既有为周戈殷命、周代殷治

辩护的现实考虑，也是对文王之德的政治颂扬。对于伐商，武王宣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牧誓》）对于四方来朝，周人明示：“上帝既命，候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

王》）周人在反对殷人“天命永固”的过程中，虽然求助于夏商以来以“天命”论证政治合理性的传统，

但却拓展了天命的内涵，以“德”理解天命。

“天命靡常”意味着统治权并非永固，“以德配天”就可获得上天的支持，获得现实的统治权。周

人以此提出了“德”在政权移易与现实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在周人看来，天命有获知政德与君德的

能力和选择政权与君王的权力。从政治认知的角度，天与民之间的内通使天可以达知政德与君

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商惟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所

以，“天”具有基于政德、君德来选择人君的权力。“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逸，则惟帝降格，向于

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

四方。”（《多士》）如此，既体现了上天选择统治者的权威，也突显了政德与君德在上天选择统治者时

的决定性作用。周人将表征现实政治情势的“德”内置于天命移易的基础位置，使自夏商以来“有命

在天”的“天命政治”从血缘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转而面向时间与空间来考量政治的合理与延绵。

周人“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打破了政权永固的神学政治传统，另一

方面则开创了基于政德、君德寻求政权稳定的政治哲学理路。修君德、正政德成为周人重要的政治

原则，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从上天之绝对与神秘下移到人事之现实与政事之具体。周人对之

毫不隐晦：“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君奭》）以德为准绳的朝

代更替，使“敬德”“惠民”成为周人应对“天命靡常”问题的核心政治手段。“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

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上天永恒

公正的形象在此得到充分表现，君王德性在得到公正之天褒赞的同时更显示统治下民的必然性。

同时，民心的政治判断也得到充分尊重。“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观念及现实政治情势，使周人不再

崇信“神性政治”的超验逻辑，而是坚持世俗政治的经验理路。

周人“以德配天”的天命政治，在充分发挥德之现实政治效用的同时，更是将之提升为天命的下

行之路，提升了现实政治的至上性。显而易见的是，周人“以德配天”之德不同于殷人指征事物本性

之“德”，而是道德之德、伦理之德[1]。周人之“德”是关于善恶的伦理判断，是关于政、君行为的一种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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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而非表现某种本质的禁忌体系。“以德配天”其实就是以世俗行为的价值性来表征天的托

付与选择。无论是政治行为之前的祭祀，还是领会天命的占卜，都在警示政、君必须以“德”为旨归，

而非显示上天之绝对性与任意性。由此而完成的“天道下行为德”与“德行上行为道”的政治互构，

使形下的政治经验与君德修为成为恒常的政治原则，使形上“天命”的超越性成为具体的政治判断

与政治选择。“以德配天”将政德与君德上行为“天”的政治理路，并不意味着君王可以垄断天命，而

是意味着君王必须秉持“民近天远”的意识，以民为镜来修德。由此形成了“敬天”“保民”的重要政

治准则。或者说，“以德配天”在使现实政治形上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由“天”“君”“民”构成的稳定的

政治结构：天命转化为道德秩序，民情映射天命，君主修德以配天命。

“以德配天”政治理念的形成，使周人萌生了“屈君而伸民”的民本意识。周人引以为傲的政治

成就使周人意识到，只有不断地将天命与民情内化为现实的政治方略与政治德性，方能永固天命。

君王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免祸害黎民。“君子所，其无逸。”“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

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君王应体察民情，尽知民欲、民心。“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

之依。”（《无逸》）君王应修德、敬法、束欲、远虑以“裕民”“宁民”。“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

王之敬忌，乃裕民。”“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君之“德”源于君的个人努力与德

性，与民的生活状态紧密相关，而非上天的赐予。君德在达民的过程中自然上升到“配天”的层面。

“民本”由此也就成为“以德配天”的具体内涵之一。

周人“以德配天”观念要求政德彰显君德，君德彰显天道，这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政治”的基本

理路。“以德配天”观念的提出，使周人将政治目光从上天之神下移到世俗之民。虽然周人不可能脱

离君王高高在上的意识，但却已经在政治意识中萌生了对民心、民德的政治思考。周人“敬天保民”

的政治理念，使他们将“再造民心”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实践，以期真正能够在世俗政治生活中找到应

对“天命靡常”的政治道路。

三、“敬天保民”与“再造民心”

周人分封的政治实践具有历史的开创性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其理论上的创新性与实践性上

的有效性源于周人“敬天”“保民”的政治取向以及“再造民心”的政治追求。这一方面开创了中国政

治的“民本”传统，另一方面则强化与具体化了周人的“德治”理念。殷民的再造是周人推行政治理

念、实施政治治理时面对的重要问题。正是在封殷、治殷的政治实践中，周人卓绝的政治智慧得到

了具体的彰显，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以“德治”育民、化民的实践传统。

周人“再造民心”既源于现实的政治实践，又源于理论的长远考虑。“再造民心”的现实需求，首

先源于武王伐纣之后的各种现实政治问题。殷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与观念意识阻碍着周人

政令的推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周人“再造民心”就既要自上而下地纠正“旧民”的日常习

俗，又要深入贯彻周人的天命观念与德治理念。《尚书》的《康诰》《酒诰》《多士》《君陈》《吕刑》《立政》

等篇中都具体呈现了周人以“德治”为基准“再造民心”的政治努力。周人从“再造民心”的天命根

据、生活要求、行政策略诸方面逐渐建构了中国传统政治育民、化民的政治哲学框架。

面对殷地旧民，周人以新民为己任。基于现实的政治判断，周人认为，新民是天命的要求，他们

受天命所以必造新民。周人将再造民心既放到政治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又特别考量了新民与再造

民心的形上根据，并且将新民与修君德、行天命、遵天道结合起来。首先，文王有德，所以承新民之

重任。文王明德慎罚、遵民用民。“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其次，君王敬天修德，尽心明了民情是新民的前提。周公明确提出：“小子封，恫瘝乃身，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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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爻民。”“怨不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新殷民是上天命

令。“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再次，新民就是要慎法赏刑、遵循法度、再造人伦。民若赤子，赏刑都

在于“惟民其康乂”。要公开律法条陈，祛除君王主观臆断，使民知法、服法。以法严惩“不孝不友”

从而再造人伦，是上天之命。如果不尽力新民，“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康诰》），无从谈新民。所

以，周人充分认识到了新民实质是按上天之命保民、育民。周人新民意识的兴起是对殷商天命观念

之“天罚”内涵的瓦解，在动摇殷商神权政治的过程中，周人已经认识到“再造民心”的政治意义与天

命根据。

在再造民心的政治实践中，周人深刻反思了殷商之民的日常生活，力图以“礼”重塑日常行为规

范。殷人嗜酒成风，终使殷政覆灭。周人从殷人饮酒盛行的政治后果中看到了风俗积习对于政治

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因此周公颁布禁酒令，自上而下整顿社会风气。首先，周人反对日常

生活中无节制的放纵，主张日常生活遵“礼”而行。在《酒诰》中，周公禁“群饮”，反“崇饮”，止“醉

饮”，主张依“礼”而饮：“祀兹酒”，“致用酒”。其次，尊重民之文化心理习惯，顺势疏导，在“尊祖敬

天”的前提下葆有传统，革除陋习。周人反对殷商旧民的陋习，但却尊重殷人祖先的美德。“自成汤

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酒诰》）康叔封殷，颁诰禁

酒，言明嗜酒陋习违天逆祖。《酒诰》明言：“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笃

信天命之人，必从天命，摒弃嗜酒陋习。虽然周公把殷的灭亡归结为纣王纵酒无道，但是“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酒诰》）却言明庶民之习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周人

“开启了由殷商尊神文化向西周礼文化的转向”[1]，周公禁酒作为一种治国的政治举措，就是以周礼

重塑日常行为规范的新民之举。

更为可贵的是，周人一方面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律法来束民行事，明德慎罚，另一方面又向庶民

揭示周人是依天命而“敬天保民”，同时还警醒国君应修德以化民。首先，周人已充分明了系统律法

对于“治民安民”“维护君本”的政治实效[2]。“有邦有士，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重，何择非人？何敬

非刑？何度非及？”“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吕刑》）其

次，周人虽知殷民顽劣，但却没有弃之不顾，而是作邑迁民而教之。“民不则德义之经，故徙近王都而

教诲之。”（《伪孔传》）无论是“尔殷遗多士”，还是“尔殷遗士”，都必须明了，周戈殷命是“将天明威”

“承帝事”。迁殷旧民于西而教之，是“惟天命”。再造殷民，周人不借助于杀伐，而是通过行天命。

但如若再度顽劣不恭，就可代天行罚了。“尔克不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

士》）最后，周人“天命靡常”的观念又时刻警醒君王，只有修德方能真正再造新民。君之德行乃民德

之样范，君德引领民德。“尔惟风，下民惟草。”（《君陈》）君王宽厚仁德、公正行法，才能真正感化殷

民。“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君陈》）

〔责任编辑：曾逸文〕

[1]刘光胜、李亚光：《清华简〈耆老〉与周公酒政的思想意蕴》，〔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2]王保国：《从〈吕刑〉看“明德慎罚”思想在周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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